
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
中国共产党的全部历史都是从中共一大开启———

从石库门到天安门， 中国共产党走过光辉历程。 党

在上海诞生，这一历史选择看似偶然，但蕴含着一种必然。
兴业路76号，隔壁就是喧嚷的新天地。 上海的热闹，

这一带最为明显。
而96年前， 这里静得很。 当时， 沿望志路 （今兴业

路） 只建了一排五幢一上一下的石库门房屋 ， 房屋簇

新， 马路对面是一片菜地， 菜地旁仅有一所庵堂， 沿马

路西边的房屋也没有建造， 仅有一些平房和几家小手工

业工场。
1921年7月23日，平均年龄28岁的十余位代表从各地

而来，与两位共产国际代表走入望志路上的106号（今兴

业路76号），之后的故事已家喻户晓。
而后， 直至1933年转移到江西瑞金， 中共中央与上

海结缘12年， 其间虽有过短暂迁移， 最终又回到了上

海。 这12年， 从中共一大到中共四大 （除三大在广州召

开）， 构成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完整过程、 开启了大革命

的新高潮。
回到起点， 回到这幢保留着上世纪20年代风貌的老

宅，一个个问号被点亮———为何是这里？ 为何是上海？ 为

何是城市？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这一历史选择究

竟蕴含着怎样的必然性？

特殊的城市提供特殊环境
无论是政治环境、社会环境还是交

通通信，上海都有其他城市不具备的比
较优势

“一个会议在某一个地方举行，具有很大的偶然性。
但是， 考虑到那时上海城市特殊的政治格局与特定的区

域功能，像中共一大这样的会议在上海、在法租界举行，

还是有某种必然性的。”学者熊月之认为，无论是政治环境、
社会环境还是交通通信，对一个全国性的、国际联系频繁的

政党的成立及发展，上海都有其他城市不具备的比较优势。
熊月之将当时的上海概括为“一市三治”———法租界、公

共租界和华界，管辖区域、管辖权及司法系统等都是各自独立

的———这就跟单一性的城市有所区别：“单一性城市在行政管

理上有其有效性，而当时的上海管理边际效益比较低，相对

来讲，从事党的工作就有比较大的安全性。 再加上制度差异，
客观上为党的革命活动提供了便利。 ”

尽管有“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之说，但是在当时，仅从政

治环境来看，作为北洋政府所在地的北京远不如上海宽松。
五四运动以后北京气氛压抑，文化环境恶劣。先是北大校长

蔡元培秘密离京，后是陈独秀被捕，再是《新青年》编辑部南

迁，1921年又发生军警殴打北大教授事件，导致北方文化人

纷纷南下，这期间很多政治精英、文化精英选择了上海，后

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陈独秀是其中一员。
从国外回来的知识分子、政治精英，很多选择居住在法

租界。 熊月之梳理了1919年至1921年，宣传社会主义、马克思

主义，参与或推动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知识分子的住处：“都在

法租界，而且相距不远。 中共一大的选址一定程度上是因为

陈独秀、李汉俊、李达就居住在附近。 ”选择居住法租界，而非

公共租界，是与前者的发展有关。 法租界重文化，工商业不如

公共租界发达，税收相对较少，建设较慢。 1914年对于法租界

来说是个发展的界线———之前法租界只有2000多亩，租界中

心是金陵东路；1914年法租界向今鲁班路以西的地方扩展，
一直延伸到肇嘉浜路以北、徐家汇一带，面积一下增至15000
多亩，中共一大会址（房屋建于1920年）所在的区域1914年后

才发展起来，属于法租界的边缘地带，相对僻静，当时一大批

知识分子和激进人士，包括孙中山、陈独秀等都在这一带居

住，原因在于这一带房子较便宜，房价大概是金陵东路等市

中心的五分之一，又临近租界交界处，方便组织活动，而且法

租界的集权管理模式相比公共租界效率不高。 另一方面，相

对集权的管理模式也使得法租界成为上海实行城市规划最

好的区域，从道路系统到房屋建造都有标准，法租界的品位

与宜居在当时的上海比较突出， 这也是很多国外回来的知

识分子选择此处落脚的原因。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在上海

面临的危险严重加大，上海临近南京国民政府，蒋介石南京

政府又把主要的精力用于对付中国共产党，整个环境不利于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领导工人运动；与此同时，毛泽东为代表

的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开辟了一个天地， 意味着党的活动、工
作重心发生变化，由城市转移到农村。 1933年，中共中央决定

撤出上海，迁至江西瑞金。

全国化的上海有独特优势
城市性格决定了城市居民的性格；文

化性格使得上海具有非常强的包容度

中共一大的代表来自全国各地， 在上海， 他们便于隐

藏身份， 这是很多城市不具备的优势。 “上海外国人多，
外地人多， 这是很要紧的。 如果是在一个外地人很少的地

方， 一大代表的外地口音会被马上听出来， 但是在上海这

很正常， 当时的上海85%的人都是各地而来， 可谓 ‘南腔

北调’。” 熊月之说， 1860年以后， 当时的上海可以免受战

火波及， 相对安全。 再加上城市大， 容易解决就业问题，
因此国内尤其是江南一带一旦发生战争、 灾荒， 人们会逃

向上海。 “上海的第一波人口及财富就来自江南， 尤其是

太平天国时期， 江南的富户为上海带来了资金， 穷人带来

了廉价劳动力。 1921年， 上海已经有240万人口， 远远超

过其他城市， 是当时的特大城市。 在一个移民城市里， 中

共一大代表的到来不会显得突兀。”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 得到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的帮

助。 在上海开会， 跟共产国际也有关系。 “当时整个欧洲

严重打压共产主义， 马林、 魏金斯基 （中文名吴廷康） 等

人熟悉欧洲的政治环境， 他们对中国的情况又不太熟， 所

以警惕性特别高。 中共一大开会期间， 闯入了巡捕， 马林

等人尤其紧张。” 而1920年的上海有大约5000名俄侨， 主

要生活在法租界， 他们中有一些人拥护布尔什维克。 这为

马林、 魏金斯基等人在上海的活动， 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无形中起了掩护作用。

熊月之认为， 当时没有哪一个城市像上海那么信息发

达， 可以跟国际上任何大的城市有通信往来， 交通上跟欧

美、 日本及南洋都有轮船航线，面向国内还有内河航线。 清

末铁路的发展，更使上海成为交通和信息通信的枢纽。 上海

当时又有全国最多的报纸、电台等媒体，甚至连弄堂里都有

电台———世界上出了什么消息，第二天上海就知道了。
上海较高的国际化程度还表现在，许多新发明、新产品

如电话、电灯、汽车在上海的使用跟西方大城市几乎同步，
这与侨居在此的西方人有一定关系， 当时在上海安家置业

的西方人少则三四万，多的时候有八九万，其中很多人都自

称“上海人”，他们使用一些新式物品对中国人的示范效应

非常强， 而上海对这些先进的东西接受得也非常快。
有学者认为， 城市性格决定了城市居民的性格， 上海对

西方新事物的接受度高于全国其他城市。 当现代科技大潮席

卷而来时， 西方的现代元素传至国内， 上海是一个最好的载

体。 作为上世纪三十、 四十年代最国际化的城市， 上海在西

方商品经济的冲击下， 打破了社会原有的等级差别、 文化差

别———西方的观念、 文化与本地文化交融， 形成 “平台文

化”， 这种文化性格使得上海具有非常强的包容度。 同时，
上海的商业程度高， 成熟的商业社会， 法治程度往往也很

高， 两者作用下还能够产生较高的生产效率， 因此工厂集

聚。 “当时的上海可谓机会遍地、 出版业也非常发达， 人

人都看报纸从中寻找机会。 这种生活方式与留学生留学的

国家极为相似， 因此很多人留学归国后就往这里聚集。 他

们把外国的方式拿来中国实行， 尽管方式可能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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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光辉历程
汲取奋进力量

邵岭

1921 年 7 月 ， 如同一记砸向旧世界的锤

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向世界宣告成立。 从当年

上海望志路石库门建筑里一间 18 平方米的房

间，到浙江嘉兴南湖上的红船，年轻的政党出发，
启航，引领了跨世纪的航程。 在那个风雨如磐的

年代，她手握真理，浴血奋斗，把人民对新中国的

憧憬与理想变成现实，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的开天

辟地，锻造出中华民族驶向复兴彼岸的航迹。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从一大到十九

大 ， 从一大召开时的全国50多名党员到如今

8900多万名党员 。 信仰始终是我们高扬的旗

帜 ，也如同血脉 ，融入每一个共产党员的肌体 。
今天，站在新时代的门坎，在走向“两个一百年”
的重要历史节点，我们回首过去，回顾党的光辉

历程特别是建党时的历史， 为的是学习革命先

辈的崇高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忘初心、
砥砺奋进。

■本报记者 刘力源

２０17 年 11 月 1 日 星期三

6

中共一大代表群像浮雕。 图/东方 IC


